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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現代快速緊湊的工作型態導致的壓力反應與後果，本研究旨在探討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之公

務使用對教師工作倦怠的影響，以及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之公務使用是否透過工作壓力的中介效

果，進而造成教師工作倦怠，和教師工作價值觀能否調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之公務使用與工作

壓力的關係。本研究以調節式中介模式進行檢驗，探究教師工作價值觀對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

務使用情形所導致的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減緩效果。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施測，以國小、國中、

高中職教師為對象，採分層隨機方式進行抽樣，總計有 717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1. 教師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具有正向關係；2. 教師工作壓力對於下班後即
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具中介影響關係；3. 無論教師高或低的工作價值觀皆會正
向調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間的關係；4. 教師工作價值觀會正向調
節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

來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教師工作壓力、教師工作倦怠及教師工作價值觀之相關研

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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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視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個人若持續承受過重的工作壓力，除了使個人生理、心理產生各種不
適之外，甚至在工作情境中，皆會產生身心倦怠感（Brewer & McMahan, 2003; Platsidou & Agaliotis, 
2008; Taylor, 1999）。另外，觀諸世界各國發現，教師工作可說是工作壓力和工作倦怠程度最高的
職業之一，許多教師因此感到筋疲力竭，甚至最後選擇離職或提早退休（連志剛等人，2020；張
映芬，2021；Hakanen et al., 2006; Stoeber & Rennert, 2008; Tang et al., 2001）。因此，瞭解教師工作
倦怠之相關成因，對於學術與實務上是一項相當重要與值得關注的議題。
洪瑞斌（2013）指出「工作倦怠」最明確的前因是「工作壓力」，其原因為個體在長期經歷「工

作壓力」的延伸或後果（洪瑞斌、陳怡璇，2009；Schaufeli & Buunk, 2003; Shirom, 2003），抑或工
作壓力對於工作倦怠可能會產生正向的直接影響（黃寶園，2009）。職此，員工下班後若持續處於
工作壓力狀態，將導致員工難以自工作疲憊中恢復之外， 可能使壓力狀態惡化，長期下來，可能
延伸為「工作倦怠」的後果。故教師下班後若仍持續工作，便可能加深教師的工作壓力，進而造成
教師工作倦怠，因此釐清下班後持續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工作，對於教師產生工作倦怠之影響，便成
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資通訊科技已逐步改變過去傳統認知中的工作樣態，而工作與私人

時間之界限則因此無法釐清，甚至消失（Derks et al., 2014）。尤其當即時通訊有關工作的訊息量增
加時，將增加員工之工作負荷、工作壓力感及情緒耗竭（羅寶鳳、陳麒，2020；Butts et al., 2015; 
Derks & Bakker, 2014; Derks et al., 2014），甚至有可能造成教師工作困擾，由於教師的工作環境需
面對學生之外，同時包含校方主管、同事、家長等多元對象，其與企業員工相較之下，教師於下班
後接收到的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的來源及內容，定會更加多元及複雜化。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
釐清此可能的差異，亦成為本研究於探討工作倦怠時，選擇「教師」該職業進行研究之原因。另外，
由於工作壓力為工作倦怠的明確前因之一，故一併探究教師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是否會形
成工作壓力，進而影響教師工作倦怠，將此作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準此以觀，雖然工作壓力與倦怠二者的關係，已有相關實證研究支持，而在陸洛與高淑芳

（1999）的統合性工作壓力模式研究中指出，個人從面對潛在壓力源至產生對工作的壓力感知過程
中，係屬於個人內在資源之一的價值（控制）信念作為調節因素。換言之，個人對其工作所抱持或
認同的價值觀，將會影響個人在選擇工作或與工作有關的適當行為表現（張映芬，2021；Lyons et 
al., 2006），進而影響個人的工作態度及行為（洪瑞斌、劉兆明，2003；Chu, 2008）。故本研究假設，
在下班時間，教師若需經常面對即時通訊軟體傳遞的公務訊息時，對某些教師而言可能僅只是工作
環境中的潛在壓力源之一，但對於其它教師，可能將會感知其所帶來的真正工作壓力感，甚至長期
處於此種工作壓力之下，將可能產生工作倦怠的後果，箇中差異的關鍵便可能在於教師對於工作價
值觀的主觀認知程度不同。因此，本研究將納入工作價值觀做為調節變項，以釐清該變項是否能在
下班後接到即時通訊軟體的公務訊息與教師工作壓力之間，扮演緩衝的角色，進而減少工作壓力造
成工作倦怠的發生或影響程度，爰此作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

劉明政（2017）研究發現，有高達 85.5%的受訪者表示，不論是上、下班時間，皆會透過即時
通訊進行工作事務的溝通，因此利用社交溝通軟體如 Line交辦公事已經成為現在工作場域的常態
（Colbert et al., 2016; Derks et al., 2014）。茲就教師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工作壓力及
工作倦怠三者之關係，分別析論如后：

1.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倦怠之關係

近年來，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員工在下班後繼續工作，由於持續性的工作要求，導致身體和認
知資源的持續耗損、枯竭，日常的健康狀況便會逐漸下降（Oerlemans & Bakker, 2014），抑或使
員工持續面對高度負面情緒與壓力之工作狀態，使其難以從工作疲憊中恢復（紀乃文、蔡宜衿，
2018；劉明政，2017；Binnewies et al., 2009; Geurts & Sonnentag, 2006; Sonnentag, 2001; Trougakos et 
al., 2008; van Wijhe et al., 2013）。另外，通訊軟體技術使得員工即使離開辦公室也必須隨時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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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會有從未下班的感覺，容易造成員工的不滿與壓力（Towers et al., 2006）。
Demerouti等人（2001）提出工作要求──資源模型（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簡稱

JD-R模型），過去的研究文獻多支持 JD-R模型對工作倦怠的解釋（Fernet et al., 2013; Schaufeli & 
Taris, 2014）。其認為不論工作類型、工作環境，與工作倦怠相關的工作特徵可歸納為二大類：工
作要求與工作資源，而工作倦怠的主要起因便來自於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不平衡所造成的結果；若
員工極力迎合工作要求，可能需要持續性的身體或心理上的付出，將導致資源耗竭且健康受損，
長期且高度的工作要求，便可能成為壓力源，最終將因個人持續負荷過重而倦怠（劉敏熙等人，
2019）。簡言之，工作倦怠是長期的工作要求太高，工作資源太低的工作環境欠佳的結果（Bakker 
& Sanz-Vergel, 2020）。本研究針對教師工作倦怠議題進行探究，係以Maslach與 Jackson（1981）
所提出「工作倦怠三因子模型」為主要參考架構，並審酌Maslach等人（1986）為教育工作者重新
修訂之工作倦怠量表MBI-ES（educators survey）之相關構面，以及連志剛等人（2020）、郭生玉
（1992）等相關研究，最後依各構面題項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以情緒耗竭、去人性化等二因子
模型作為該研究變項之面向。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模式，係指電子訊息發送者和訊息接收者之

間的人際互動關係，而在電子訊息接收者本身的個人特質，將影響接收者對電子訊息的解讀及引發
的情緒，尤指在下班後仍持續進行相關工作事務的溝通與處理（紀乃文、蔡宜衿，2018；Butts et 
al., 2015; Derks et al., 2014; Derks & Bakker, 2014）。在教育現場中，由於教師的工作環境經常需要
面對主管、同事、家長、學生等多元對象，最常接收有關教學工作或溝通協調等訊息，而在工作中
運用即時通訊，便能透過簡單而立即性的互動，幫助工作者在短時間內快速明白領導者的指令，或
獲得同事間的回饋，成為協調工作事務的工具（Nardi et al., 2000）。職此，本研究有關下班後即時
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係以主管、同事、家長與學生等不同對象訊息來源作為該研究變項之面向
依據。
綜觀上述研究發現， 員工下班後持續從事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將導致員工下班時間無法充分休

息、難以恢復個人所消耗的工作相關資源（Demerouti et al., 2012; Oerlemans et al., 2014; van Wijhe et 
al., 2013）。尤其現今的組織非常期望員工具有高度有用性，這種期待會導致員工即使在非工作時
間，仍感覺有義務需立即回覆工作訊息和電子郵件（Derks & Bakker, 2014），研究證實在工作時間
外使用訊息和通信技術與情緒耗竭呈正相關（Xie et al., 2018）。本研究係探究教師於下班後持續公
務對工作倦怠的影響，等同於教師在非工作時間繼續工作，可視為教師的生理與心理成本仍持續耗
費中，是一種高度的工作要求，長期如此，便可能導致教師的工作倦怠。
職此之故，本研究假設 1推論如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倦怠有正向

關係。

2.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之關係

從國內外相關文獻可知，教師承受著一定程度的工作壓力（Brouwers & Tomic, 2000; Katz, 
2015），教師除了需承擔學生身心是否健全成長的重責之外，同時必須向教育機關、學校、家長及
社會負起應有的責任與義務。依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李薇，2017）調查發現，有超過 90%的教
師在下班後仍經常接收到來自同事、家長或學生的訊息，且平均處理校務相關工作時間約 45分鐘，
其中有 60%的教師表示因接收過多公務或緊急訊息感到困擾，嚴重影響私人生活及增加工作壓力。

Meijman與Mulder（1998）指出，員工上班時若因工作耗損了內在資源（如情緒、認知、實體
資源等），下班時則必須避免從事與工作有關的活動，需從事休閒活動或是完整的休息，才能使個
人恢復到先前的狀態；若個人在下班後因工作而持續耗損資源（如處理工作延續或交辦的任務），
將導致員工感到高度的負面情緒與壓力狀態，使員工難以從工作疲憊中恢復（Geurts & Sonnentag, 
2006; Trougakos et al., 2008; van Wijhe et al., 2013）。

Van Laethem等人（2018）指出，來自工作場所的遠端壓力（workplace telepressure）會導致員
工在下班後仍密集使用公務用的智慧手機，即使員工在下班後頻繁使用公務用手機並不是因為工作
場域帶來的遠端壓力，仍會造成員工在心理上或精神上難以和工作分離之感。劉敏熙等人（2019）
亦指出社交平台的進步反而成為組織要求員工加班的工具，因此形成科技壓力影響員工的身心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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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最終會降低員工的幸褔感。紀乃文與蔡宜衿（2018）經由努力──恢復模型之實證研究分析，
發現下班後持續利用社交軟體交辦公務對於員工造成的負向心情，最終會影響隔日的工作績效，社
交軟體同時也附加給員工額外的工作要求，而個人特性的差異將影響個人對壓力源的知覺及自身能
否因應壓力的信念（余民寧等人，2018；Sarafino, 2001; Taylor, 1999）。

Pelletier等人（2002）指出，教師可能會從三個主要來源中感受到壓力，包含：同事、學生及
家長。Stoeber與 Rennert（2008）則針對具有追求完美主義人格的學校教師的研究時發現，教師知
覺來自別人期望他們完美時，若是來自於同事的期望，並不會導致教師的工作壓力和倦怠，但知覺
若是來自於學生與家長的期望，則可能會導致其更大的壓力和工作倦怠。
同時本研究進一步綜整國內外專家學者（呂鎂玉，2015；劉雅惠，2011；Cockburn, 1996; Ko et 

al., 2007; Travers & Cooper, 1996; Wang et al., 2009）等人之相關研究，將教師工作壓力分為三個子構
面，包含教學與輔導管教的壓力、行政的壓力，以及家長的壓力。
職此之故，本研究假設 2推論如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有正向

關係。

3. 教師工作壓力對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倦怠關係之中介效果

過往針對 JD-R模式的健康耗損歷程「工作要求──壓力──工作結果」的實徵研究中，可知「工
作壓力」即經常作為「工作倦怠」的中介指標（Hakanen et al., 2008; Schaufeli & Bakker, 2004）。亦
有學者針對工作壓力之歷程進行探討，並獲得相關實證研究的支持（高旭繁、陸洛，2011；陸洛、
高淑芳，1999；陸洛，1997），工作壓力歷程指出，潛在的工作壓力源，無論是來自工作內（如工
作本身、工作中的社會關係），或是工作外（如家庭、經濟景氣），並不會自動而必然地成為實際
的工作壓力，而是必須先由個人的認知與評估，產生心理的壓力感受後，才會產生壓力後果。因此，
個人知覺壓力的感受便是潛在壓力源與壓力後果──即成為「工作倦怠」之間的中介因素（陸洛，
1997；Nixon et al., 2011）。例如當員工面臨工作要求高過所能承受的範圍時，即可能對員工帶來壓
力，無法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加以因應，導致情緒耗竭、看待事物的觀點趨於負面，進而對其工作感
到疲乏厭倦，缺乏熱忱與成就感。這種身體與心理資源喪失的狀態便是工作倦怠感，是一種資源過
度耗損乃至無法再有效因應工作要求的困境（Bakker & Demerouti, 2017）。
觀諸社會文化趨勢發展可知，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是現代人最常發生的一種情緒反應，且其在

職場上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之個人情緒、工作氛圍、組織成效等皆會產生影響力。若當員工須極力
配合工作要求，可能需要持續性的身體或心理上的付出，將導致資源耗竭且健康受損，長期且高度
的工作要求，進而導致成壓力源，最終將因個人持續之身心負荷過重而產生工作倦怠（劉敏熙等人，
2019；Bakker & Sanz-Vergel, 2020）。因此，教師在結束一天的教學工作後， 持續收到學校相關利
害關係人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詢問或交辦工作事務時，可能打斷教師在下班後從事的休閒或家庭活動
等相關規劃事宜，進而讓教師產生緊張、憤怒、困擾、生氣等負向心情。再者，教師內在資源已承
受一整天的教學工作而耗損，在教師可用於控制情緒的內在資源低落下，將更難以調整與控制此一
負向的心情狀態。
而工作壓力知覺進入倦怠歷程的關鍵啟動點則是個體努力解決或因應問題，問題反而更顯著惡

化而產生，進而使個體對環境或者自我產生高度負面評價與不滿，後續過程反覆累積心理上對環境
與問題的無力感、對自我的無價值感、對工作未來的無望感，而外顯症狀與過去學者之歸納相同，
包括情緒耗竭、去個人化、低成就感或工作動機（Maslach & Jackson, 1981; Maslach et al., 2001）。
準此以觀，不論從工作壓力的歷程或工作倦怠的歷程，兩者均直接或間接指出，工作壓力可能是扮
演工作環境中的潛在壓力源與工作倦怠之間的中介變項角色。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可發現，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的公務使用可視為教師客觀的潛在工作壓

力源之一，當教師對其產生主觀的身心壓力感受後，繼而才有消極的壓力後果，即工作倦怠。換言
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會透過教師工作壓力，進而影響教師工作倦怠，工作壓力將扮演
兩者之間的中介變項。因此，本研究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可視為教師工作的潛在壓
力源之一，在教師個人知覺壓力感受後，長期如此便導致工作倦怠。
職此之故，本研究假設 3推論如下：教師工作壓力會中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

工作倦怠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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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工作價值觀的調節效果

工作價值觀常會受到家庭、教育和性別等人口背景變項，以及文化價值、社會環境、經濟需求
的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工作價值觀，並且進一步深刻影響個體對工作的認知與評價，作為選擇工
作的動機或指標，也會形成與工作有關的態度及行為表現（沈碩彬、黃文三，2018；洪瑞斌、劉兆
明，2003；Bernner & Blazini, 1988）。綜整國內外相關研究（黃文三、沈碩彬，2012；趙子揚等人，
2018；Midzid et al., 2017; Skaalvik & Skaalvik, 2017）對於教師工作價值觀之定義，本研究將教師工
作價值觀定義為教師在從事任何與教育相關的工作及活動時，決定如何選擇處理事物的方式時，所
持有的內在標準或參考架構，並引導出教師教學工作的態度、方向與行為表現。本研究援用沈碩彬
與黃文三（2018）的觀點，以自我實現、組織安全、身心健康做為教師工作價值觀研究的子構面，
以兼顧構面的完整性與一般工作價值觀的區隔性。
陸洛（1997）在「統合性工作壓力模式」研究中指出，工作壓力是一個連續變化的動態歷程，

非靜態的間斷現象，在此歷程中，個體是主觀且主動去協調工作環境事件，即潛在壓力源對個體衝
擊時，工作壓力正是個體與環境不斷互動之後的特異化結果，特異化可以來自個人層次，如個人的
工作價值觀造成的影響。Siu等人（2005）發現華人員工的組織承諾及其工作價值觀與工作績效均
有正向關係，且工作價值觀亦能調節壓力與績效間的關係。呂椬圳與朱淑真（2016）蒐集國內外學
者相關文獻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當工作價值觀呈現趨強或偏弱的想法時，工作壓力與離職傾
向會受到工作價值觀所影響。準此以觀，相同的潛在壓力源會在不同個體引發不同的壓力感受，此
時個體的工作價值觀可以是調節潛在壓力源與壓力感受之間關係的變項。
相關實證研究係以工作價值觀作為工作壓力源和壓力後果之關係的調節變項，結果發現部

分的工作價值觀構面對於部分的工作壓力源和壓力後果具有調節效果（Siu et al., 2003; Siu et al., 
2005）。準此以觀，當教師對工作價值觀認同度愈高時，愈能引導教師個人對工作態度的積極與正
向，並進而願意於下班後仍持續工作，接收與處置來自即時通訊軟體的公務訊息，但可能也因此使
得教師知覺壓力增加的程度會更加顯著強化。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4：教師工作價值觀會負向調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

師工作壓力間的關係。
綜觀相關研究發現，針對個人與環境的互動，個人的特性，如價值觀、個性等常被當作環境因

素的干擾變項（余民寧等人，2018；Fried & Ferris, 1987; Loher et al., 1985）或影響組織結果的變數
（Colbert et al., 2004; Turban et al., 2001）。司繼偉等人（2009）指出，教師的工作價值觀愈強，則
愈能勝任教學工作，對教育工作也持較積極的態度，對教學的創新也會更加投入；反之，教師的工
作價值觀越弱，對教育工作可能產生較消極的情感，因而對教學工作無法全力以赴，抱著得過且過
的心態來面對學生，導致教學成效不彰，教師工作倦怠、士氣低落。許順旺等人（2020）研究指出，
工作價值觀較強時，較能減緩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間的正向關係。顯示員工的工作價值觀對於工
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間具有調節效果，亦即員工工作價值觀較強時，相對於較弱時更能減緩「工作
壓力與工作倦怠」之正向關係。
因此，本研究假設 5推論如下：教師工作價值觀會負向調節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

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的中介效果。

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之方式進行探究，茲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與分析說
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理及綜合相關文獻，並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建構考驗模式圖（詳如圖 1），主要
係探討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教師工作倦怠、教師工作壓力及教師工作價值觀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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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係；目的在於探討教師在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對工作倦怠之影響效果，並進一步
探究工作壓力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與工作價值觀對其中介模式扮演之調節角色，研究架構詳如
圖 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為研究母群，進一步瞭解下班後教師即時
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工作價值觀、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關係。研究母群總數係參照教育部統
計處公布之人數，以 106學年度之教師數為標準，總數共計 195, 122人。國民小學教師計有 94, 407
人，其中男性教師有 27, 340人，女性教師有 67, 067人；國民中學教師計有 46, 772人，其中男性
教師有 14, 441人，女性教師有 32, 331人；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計有 53, 943人，其中男性教師有 22, 
557人，女性教師有 31, 386人。
為顧及研究代表性與標的母群的特性，在 95%信賴區間，誤差不超過 0.05，本研究預計至少需

發放 400份問卷，同時，本研究的抽樣方式採取分層抽樣及便利抽樣。

圖 1
研究架構圖

先依教師任教的教育階段進行分層，將 106學年度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人數分別佔教師總人數之比率，並進一步計算出男性、女性教師分別佔該教育階段教師人數之比
率，繼而按比率計算出欲抽取的各級教育階段的男性及女性教師樣本人數，抽樣數量分配如表 1。
之後再於每一教育階段的分層樣本中，以便利抽樣方式，透過研究者的人際關係網絡，詢問願意配
合受訪及同意協助發放問卷之教師，以提高回收率與填答者之信度。

表 1
106學年度各級教育階段之教師抽樣人數分配表
各級學校 學校比率 抽樣數 男性比率 抽樣數 女性比率 抽樣數

國民小學  36.0% 258 18.6%  48 81.4% 210

國民中學  37.9% 272 24.3%  66 75.7% 206

高級中等學校  26.1% 187 25.1%  52 58.0% 135

總數 100.0% 717 23.2% 166 76.8%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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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問卷發放及回收期間自 2019年 3月初至 4月底，共計七週，共計發放 911份調查問卷，
經實際填寫數回收共 731份問卷，並對回收問卷進行篩選後，扣除未於下班後公務使用即時通訊的
教師，有效問卷共計 717份，有效回收率為 78.7%。

（三）研究工具

1.下班後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量表

本調查問卷「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量表，參酌紀乃文與蔡宜衿（2018）、Butts
等人（2015）、Derks等人（2014）、Derks 與 Bakker（2014）、Nardi等人（2000）觀點，並考量
本研究之探究目的，邀請 3位大專校院教師，含括企管、教育、心理學領域，並有 8位學校實務現
場教師（1位國小、1位國中及 6位高中），提供專家效度建議與討論後，編製並修訂題項內容，
主要針對受訪教師在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的公務使用現況做調查，故先以「（1）下班後，我是否
會主動以即時通訊軟體進行和公務有關的溝通？」及「（2）下班後，我是否會接收到即時通訊軟
體的公務訊息？」作為是否為有效問卷的篩選題項，再進行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量
表，採用 Likert五點計分方式，選項由「從未發生（1分）」到「總是發生（5分）」，題項分數
愈高者，代表該受訪教師於下班後接收即時通訊軟體的公務訊息頻率越多。本量表分別進行項目分
析、Cronbach's α、因素分析進行分析檢定，並陸續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最後保留之構面與題
項之考驗結果彙整詳如表 2所示。本量表包含「主管」、「同事」、「學生與家長」公務訊息等三
個構面，共計 9題。

表 2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量表之信效度考驗結果彙整表

層面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解釋變異量％

主管公務訊息來源

1.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主管以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或溝
通和工作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935
.807 71.760

2.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主管以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或溝
通和班級經營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08

同事公務訊息來源

3.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同事以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或溝
通和教學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40

.882 69.712
4.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同事以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或溝
通和班級經營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45

5.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同事以即時通訊軟體傳遞或溝
通和教材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19

家長與學生公務訊息

來源

6.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家長與學生以即時通訊軟體傳
遞或溝通和工作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942

.887 81.071

7.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家長與學生以即時通訊軟體傳
遞或溝通和教學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43

8.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家長與學生以即時通訊軟體傳
遞或溝通和班級經營相關訊息的頻率為 ?

.890

9. 下班後，我會接收到家長與學生以即時通訊軟體傳
遞或溝通學生個別行為問題訊息的頻率為 ?

.923

2.教師工作壓力量表

「教師工作壓力」量表係參酌劉雅惠（2011）、呂鎂玉（2015）、Cockburn（1996）、Ko等
人（2007）、Travers與 Cooper（1996）、Wang等人（2009）量表構面編製而成。原量表包含「教
學與輔導管教壓力」、「行政的壓力」、「家長的壓力」、「時間壓力」等四個子構面，共計 1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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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分方式上採 Likert五點計分方式，選項由「從未困擾（1分）」到「總是困擾（5分）」，分
數愈高者則代表該受訪教師的工作壓力程度愈高。本量表分別進行項目分析、Cronbach's α、因素分
析進行分析檢定，並陸續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最後保留之構面與題項之考驗結果彙整詳如表
3 所示。本研究之「教師工作壓力」量表修正為「教學與輔導管教壓力」、「行政的壓力」、「家
長的壓力」等三個構面，共計 11題。

表 3
教師工作壓力量表之信效度考驗結果彙整表

層面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解釋變異量％

教學與輔導管教

壓力

1. 我要出大量平時小考及複習考的考題。 .640

.808 62.259

2. 我要處理繁雜又瑣碎的班級事務。 .765

3. 現今的學生行為特質及教育想法和往不同，我必須調整
管教方式。

.727

4. 家長過度溺愛孩子，以致隱瞞或看不清孩子的問題。 .705

5. 我要處理與輔導許多弱勢學生的問題。 .769

行政的壓力

6. 當我需要協助時，行政單位能提供的支援非常少。 .875

.806 72.5557. 行政單位無法給予明確的工作目標或期望。 .863

8. 行政單位無法公平地分配學校資源給每一位教師。 .817

家長的壓力

9. 家長和我的教育理念不同，我必須花費時間去溝通。 .781

.856 67.42310. 家長對我有高度或不切實際的要求。 .855

11. 家長會干涉或指責我的教學、輔導與班級經營。 .826

3. 教師工作價值觀量表

「教師工作價值觀」量表主要係採沈碩彬與黃文三（2018）量表構面，並參酌吳聰賢（1983）、
Crain等人（2017）、Midzid等人（2017）、Skaalvik與 Skaalvik（2017）等工作價值觀分類與操作
型定義，包含「自我實現」、「組織安全」、「身心健康」等三個子構面，共計 15題。在計分方
式上採 Likert五點計分方式，選項由「少許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5分）」，分數愈高者
則代表該受訪教師的工作價值觀程度愈高。本量表分別進行項目分析、Cronbach's α、因素分析進行
分析檢定，並陸續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最後保留之構面與題項之考驗結果彙整詳如表 4所示。
本研究之「教師工作壓力」量表包含「自我實現」、「組織安全」、「身心健康」等三個構面，共
計 13題。

表 4
教師工作價值觀量表之信效度考驗結果彙整表

層面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解釋變異量％

自我實現

1.我能夠從教學工作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871

.919 75.702

2.在教學工作中，我常常享受達成某個目標的喜悅。 .860

3.對我而言，教學不僅是個職業，更是一生的志業。 .903

4.我當教師不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抒展人生抱負。 .886

5.即使面臨教學工作的瓶頸，我還是樂於突破與超越。 .828

組織安全

6.我們的學校環境很安全，不太會有師生發生意外而受傷
的情形。

.654
.801 63.757

7.我們學校的教師能獲得應有的薪資、休假等福利保障。 .78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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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解釋變異量％

組織安全

8.我認為當老師有完善的法律規章、保險與福利政策。 .757

.801 63.7579.我認為當教師有蠻單純的工作環境。 .762

10.大致而言，我們學校的氣氛是和諧愉快的。 .702

身心健康

11.我在課餘時會從事休閒活動，以達成身心靈的平衡。 .900

.885 81.366
12.我有空時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增進心靈的成長與健康。 .891

13.當老師只是生活的一部份，我仍會從事休閒活動，以調
劑身心。

.915

4. 教師工作倦怠量表

「教師工作倦怠量表」係依據Maslach等人（1986）為教育工作者重新修訂之工作倦怠量表
MBI-ES（educators survey），本量表分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個人成就感」等三個子
構面，並參酌連志剛等人（2020）、郭生玉（1992）、Maslach與 Jackson（1981）等人的工作倦怠
量表（MBI），並依據專家學者建議與討論，其包含企管、教育、心理學領域等大專校院教師，以
及 8位國小至高中階段之實務現場教師，針對題項進行修改潤飾與實務現場教學工作之討論，以完
成問卷題項之研擬與編製。在計分方式上採Likert五點計分方式，選項由「從未這樣（1分）」到「總
是這樣（5分）」，分數愈高者則代表該受訪教師的工作倦怠程度愈高。本量表分別進行項目分析、
Cronbach's α、因素分析進行分析檢定，並依據專家學者建議，陸續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最後
保留之構面與題項之考驗結果彙整詳如表5所示。本研究之「教師工作倦怠」量表包含「情緒耗竭」、
「去人性化」等二個構面，共計 10題。

表 5
教師工作倦怠量表之信效度考驗結果彙整表

層面 題項內容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解釋變異量％

情緒耗竭

1. 我覺得教師工作既吃力又乏味。 .753

.887 65.449
2. 每天早上起床想到又要面對一天教學工作，我就無精打
采。

.801

3. 我對目前所擔任的工作感到很滿意。 .713

4. 我常對教學工作感到挫折感很大。 .745

5. 我覺得自己對工作太認真，也沒得到好處。 .699

.887 65.449
6. 工作時直接面對學生，帶給自己很大壓力。 .985

7. 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力不從心。 .815

8. 因為每天的例行工作，令我感到筋疲力盡。 .735

去人性化
9. 面對目前任教的學生，我變得更冷淡了。 .876

.826 76.685
10. 我擔心教學這項工作導致我對人變得更冷漠。 .876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統計分析係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3.0與 AMOS 24.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針
對各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進行各研究變項之相關性分析。另外，本研究依據 Hayes（2013）
的建議，以 PROCESS的模式進行中介效果、調節效果、調節式中介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以及各因子交互作用的檢測。

表 4
教師工作價值觀量表之信效度考驗結果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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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工作價值觀、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均為個體
知覺的研究變項，係來自於同一位教師的自評資料。因此，為確認個別構念間的區辨效度，本研
究進行四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圖 2所示。在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的檢定分析，本研究依
據 Bagozzi與 Yi（1988）、Doll等人（1994）、Hair等人（2010）、MacCallum與 Hong（1997）、
McDonald與 Ho（2002）、Ullman（2001）等學者所提出的看法，從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
標、簡效適配指標等方面，評估模式的整體適配度，評估標準如表 6所示。從絕對適配指標來看，
χ2 = 2788.748，達顯著水準，卡方檢定結果不符合要求，可能係樣本數較大（N = 717）的緣故，因
此，在模式適配度評估時，採 Bollen與 Stine（1992）所運用 bootstrap之 p值校正法（Bollen-Stine
拔靴法），在絕對適配指標之 GFI為 .82、AGFI為 .80、RMSEA為 .057；相對適配指標之 NFI為 
.85、NNFI為 .88、IFI為 .89、CFI為 .89；簡約適配指標的 PGFI為 .75、PNFI為 .79、PCFI為 .83
等適配度檢定分析均符合模式評估標準，故本研究之結構模型具有良好之適配度，其支持本研究
的自變項（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中介變項（教師工作壓力）、調節變項（教師
工作價值觀）及結果變項（教師工作倦怠），顯示本研究模式所納入的四個研究變項皆為可顯著
區辨之獨立變項。

圖 2
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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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構方程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及適配度檢定分析

整體適配指標 適配判斷值 檢定數據 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指標

 Likelihood-Ratio χ2 p ≧ .05 2788.748*** 不佳

(p = .000)

 GFI ≧ .80  .841 優良

 AGFI ≧ .80  .822 優良

 RMSEA ≦ .08  .057 優良

相對適配指標

 NFI ≧ .80  .850 優良

 NNFI ≧ .80  .880 優良

 IFI ≧ .90  .890 尚可

 CFI ≧ .90  .890 尚可

簡約適配指標

 PGFI ≧ .50  .750 優良

 PNFI ≧ .50  .790 優良

 PCFI ≧ .50  .830 優良

 χ2/df  介於 1∼ 5 3.310 尚可

（二）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Pearson 積差相關等如表 7所示。由表 7中可以發現，教師
在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壓力呈顯著正相關（r = .429, p < .01），其中下班後即
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壓力各構面之相關係數介於 .176∼ .371之間，其和李薇（2017）、
紀乃文與蔡宜衿（2018）、Van Laethem等人（2018）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下班後即時通訊軟
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亦呈顯著正相關（r = .221, p < .01），其中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
用情形與工作倦怠各構面之相關係數介於 .126∼ .201之間，其和劉明政（2017）、Towers等人
（2006）、Xie等人（2018）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由此可知，教師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
情形越頻繁，則教師感受工作壓力越繁重，工作倦怠亦越深重。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呈顯著
負相關（r = -.385, p < .01），其中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各構面之相關係數介於 -.146∼ -.449
之間，其和呂椬圳與朱淑真（2016）、Siu等人（2005）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教師工作價值觀與
工作倦怠呈顯著負相關（r = -.596, p < .01），其中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倦怠各構面之相關係數介
於 -.259∼ -.513之間，其和呂椬圳與朱淑真（2016）、連志剛等人（2020）之研究發現大致相符。
由此可知，教師工作價值觀知覺越高，則教師對於工作壓力會降低，且工作倦怠感亦越下降。而
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呈顯著正相關（r = .528, p < .01），其中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各構面之相
關係數介於 .296∼ .543之間，其與許順旺等人（2020）、Stoeber與 Rennert（2008）、Bakker與
Sanz-Vergel（2020）之研究結果大致相符。顯示教師工作壓力越高，則感受工作倦怠感則隨之加重。 

表 7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1. 年齡 2.710 0.810 --

2. 年資 3.590 1.467  .792**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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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3.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
公務使用情形

2.549 0.640 .020 .040 (.862)

4. 工作價值觀 3.631 0.598 .052 -.001 -.104** (.877)

5. 工作壓力 2.580 0.573 -.044 .017 .429** -.385** (.856)

6. 工作倦怠 2.256 0.568 -.072 -.035 .221** -.596** .528** (.896)

註：括弧內為內部一致性係數。

* p < .05. ** p < .01.

（三）假設驗證

本研究假設架構為調節式中介模式，係以迴歸為基礎進行路徑分析的 SPSS PROCESS macro，
用於估計與探測調節式中介模式中，交互作用與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之
計算工具（Hayes, 2013; Preacher et al., 2007）。職此，本研究依據 Hayes（2013）的建議，係以
PROCESS的模式進行中介效果、調節效果、調節式中介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以及
四因子交互作用的檢測。Preacher等人（2007）指出，當研究樣本數較小時，間接效果會較偏離常
態分配，不符合 Sobel test分析的基本假設，應使用不需常態假設的拔靴法（bootstrapping）來檢定
間接效果的方式。因此，本研究依循MacKinnon等人（2004）之建議，使用該程序的偏誤校正拔靴
法（bias-corrected bootstrapping），進行 5, 000次重複取樣。
首先，本研究以 SPSS PROCESS macro中的整體模式 7（Hayes, 2013）分析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結果如表 8所示。在控制了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年資、職務）後，教師在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
公務使用情形對教師工作倦怠，未達直接顯著效果（effect = -.004, SE = .03, 95% CI = [-.07, .06]），
拒絕假設 1。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對教師工作壓力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effect = .37, 
SE = .03, 95% CI = [ .30, .43]），支持假設 2。接著，由整體效果分析結果發現，工作倦怠的間接效
果達到顯著水準（effect = 0.19, SE = .02, 95% CI = [ .15, .24]），直接效果則未達到顯著水準（effect 
= -.004, SE = .03, 95% CI = [-.07, .06]）。整體而言，顯示教師工作壓力對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
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之關係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支持假設 3。
而教師工作價值觀的調節效果部分，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8所示。依循Aiken 與West（1991）

的建議，為了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先將預測變項與調節變項的值中心化後相乘為交互作用項。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在迴歸模型中依序置入控制變項、預測變項、調節變項、交互作用項後，交互
作用項對工作壓力的預測效果未達到顯著水準（effect = -.061, SE = .05, 95% CI = [-.17, .04]）。進一
步參照 Aiken與West（1991）之研究分析方法，發現教師工作價值觀可以削弱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
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壓力間的正向關係，當教師工作價值觀較高時，其間的正向關係達到顯著水準
（β = .328, p < .001），而當教師工作價值觀較低時，其間的正向關係達到顯著水準（β = .401, p < 
.001），簡單斜率檢驗（simple slope tests）（Aiken & West, 1991; Holmbeck, 2002）結果亦顯示二者
之斜率差異達到顯著水準（gradient of simple slope = .363, p < .001）。整體而言，分析結果拒絕假設4。

表 8
12整體模式分析彙整表

變項
工作壓力 工作倦怠

Coeff (SE) 95% CI Coeff (SE) 95% CI

常數 2.317 (0.121) [2.07, 2.55] 1.044 (0.140) [0.77, 1.32]

控制變項

性別 0.018 (0.047) [-0.07, 0.11] -0.025 (0.042) [-0.11, 0.06]

表 7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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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工作壓力 工作倦怠

Coeff (SE) 95% CI Coeff (SE) 95% CI
年齡 -0.065 (0.037) [-0.14, 0.01] -0.027 (0.035) [-0.09, 0.04]

年資 0.039 (0.020) [0.00, 0.08] -0.006 (0.020) [-0.04, 0.03]

預測變項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 0.365 (0.033) [0.30, 0.43] -0.004 (0.033) [-0.07, 0.06]

中介變項

工作壓力 0.526 (0.038) [0.45, 0.60]

調節變項

工作價值觀 -0.312 (0.031) [-0.37, -0.25]

交互作用項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

*工作價值觀
-0.061 (0.054) [-0.17, 0.04]

△ R2 0.002 0.220*** 

註：N = 717。表中所示為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coeff = standard error of coefficient；CI = confidence interval。性別：
0 = 男性、1 = 女性。

最後，本研究採 SPSS PROCESS macro中的整體模式 7來檢驗調節式中介模式中間接效果與條
件式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Hayes, 2013）。由分析結果發現，教師工作倦怠之調節式中介模式檢驗
指標的信賴區間包含 0（index = -.03, boot SE = .03, 95% boot CI = [-.09, .02]），顯示教師工作價值觀
之條件式間接效果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對教師工作倦怠之條件式直接與間接效果如表 9所示。準此

以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對教師工作倦怠的間接效果在低度教師工作價值觀時達到
顯著水準（boot ab = .211, boot SE = .031, 95% boot CI = [ .153, .275]），在高度教師工作價值觀時亦
達顯著（boot ab = .173, boot SE = .023, 95% boot CI = [ .13, .22]）。

表 9
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在不同工作價值觀對工作倦怠感之條件式間接效果

調節式中介模式 工作價值觀 拔靴法間接效果 拔靴法標準誤
95% CI

LL UL

教師工作倦怠

M-1SD .211 .031 .153 .275

M .192 .022 .151 .237

M+1SD .173 .023 .130 .220

註：95%信賴區間係透過 5,000次拔靴法分析，若信賴區間不包括 0，代表間接效果顯著。CI =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LL = 下限（lower limit）；UL = 上限（upper limit）。

表 8
12整體模式分析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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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整體結構模式徑路關係圖

整體而言，顯示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透過教師工作壓力對教師工作倦怠的間接影
響效果不論在低度或高度教師工作價值觀皆會顯現其影響力，故拒絕假設 5。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1.教師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具有正向關係

有關教師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之量表，主要係針對教學現場之相關利害關係人，
如行政主管、同事、家長與學生等訊息來源，不同於紀乃文與蔡宜衿（2018）、Butts等人（2015）
之研究，僅針對「主管於訊息中交辦的工作任務困難 為何」之單一題項，或 Derks等人（2014）、
Derks與 Bakker（2014）、Nardi（2000）之研究，採不同主題變項與方式之構面題項。本研究量表
主要針對教學現場之教學人員及相關工作內容所研擬，未來可提供相關研究進行酌參運用。另，有
關教師工作壓力之量表題項設計，有別於部分研究如 Cockburn（1996）、Ko等人（2007）採質性
研究方式，或劉雅惠（2011）、呂鎂玉（2015）、Travers與 Cooper（1996）、Wang等人（2009）
以工作壓力源做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並以因素分析或歸納方式探索教師工作壓力。本研究量表與
題項設計係以臺灣地區教師為主，有別於不同國家情勢與時代背景，並審酌研究目的而設計，更能
瞭解目前各級教師工作壓力現況。
另外，相較於過去工作特性、工作要求相關研究（紀乃文、蔡宜衿，2018；Bakker & Demerouti, 

2017; Nardi et al., 2000），本研究拓展對其他時間工作特徵變項，以瞭解現今教育現場問題趨勢。
Bakker與 Demerouti（2017）之研究中，便針對 JD-R模型之文獻統整，強調研究者應探究職場工作
之潛在正向效果為何。本研究結果顯示，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有其正
向關聯。另外，進一步研究發現，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倦怠間的總效果有
顯著關聯（CR = .221, p < .001），此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紀乃文、蔡宜衿，2018；劉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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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9；Sarafino, 2001; Taylor, 1999; Van Laethem et al., 2018）大致相符。
準此以觀，在現今的學校場域中，學校行政主管或教師常會利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教學與行政

任務的交辦或親師生的溝通，已成為相當普遍的工作現況。雖然利用通訊軟體在下班時間討論工作
相關事宜或任務，對組織或個人是相當有效率的做法，但亦容易造成教師下班時間恢復資源機制之
阻礙，進而會造成負向心情、壓力狀態。而學校內部實應當審慎思考即時通訊軟體的應用，並明定
工作通訊的準則， 如：下班後及假日時間不應該以公事為名聯繫教職員，以保障教職員的「離線
權」。

2.工作壓力對於下班後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中介影響關係

有關教師工作倦怠之量表題項設計，主要參照Maslach等人（1986）修訂之工作倦怠量表MBI-
ES（educators survey）為構面，參酌連志剛等人（2020）、郭生玉（1992）研究，通盤考量本研究
主題以進行題項研擬，並經由驗證性分析，以歸納其構面與題項。故構面題項經調整，分列為情緒
耗竭、去人性化兩層面，能較符合本研究主題所欲探究之目的，並有別於不同國家情勢與時代背景，
瞭解臺灣各級教師工作倦怠情形。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教師下班仍需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或社交平台來聯繫工作事宜，將會造成

其在心理上或精神上難以和工作分離。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倦怠的間接效果達到顯著水準，直
接效果則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當員工極力迎合工作要求，可能需要持續性的身體或心理上的付
出，將導致資源耗竭且健康受損，長期且高度的工作要求，便可能成了壓力源，最終將因個人持續
負荷過重而倦怠（劉敏熙等人，2019）。本研究發現，教師工作壓力對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
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之關係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故可知教師若長期於下班時間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
行公務工作，將會形塑知覺壓力感受，而成為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之中
介因素。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紀乃文、蔡宜衿，2018；劉敏熙等人，2019；Binnewies 
et al., 2009）大致相符。
針對 JD-R 模式「工作要求──壓力──工作結果」之相關研究，可知工作壓力往往是工作倦

怠之中介指標（Hakanen et al., 2008; Schaufeli & Bakker, 2004）。準此以觀，教師若長期在下班後仍
須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或社交平台來聯繫工作事宜或承受超時工作情形，即可能對教師帶來壓力，導
致情緒耗竭甚至出現負面情緒，進而對其教學工作感到疲乏厭倦，資源過度耗損乃至無法再有效因
應工作要求的困境，這種身體與心理資源喪失的狀態便是工作倦怠感。

3.無論教師高或低的工作價值觀皆會正向調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間
的關係

有關教師工作價值觀之量表，主要係採沈碩彬與黃文三（2018）量表之構面與題項為依據，另
外參考吳聰賢（1983）、Crain等人（2017）、Midzid等人（2017）、Skaalvik與 Skaalvik（2017）、
Crain等人（2017）部分構面與題項之概念，而本量表調查對象係以臺灣小學至高中階段之教師，
其與上述研究對象、年代、國別、文化仍有所差異，惟本研究量表是否能真正符合各級別教師之想
法意見，仍有待進一步確認與考量。
從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工作價值觀對工作壓力具有顯著直接效果，其發現與相關實證結果（呂

椬圳、朱淑真，2016；許順旺等人，2020；Siu et al., 2005）大致相符，可知教師工作價值對工作倦
怠亦可能產生其直接效果。另外，本研究發現不論教師高或低的工作價值觀皆會正向調節下班後即
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師工作壓力間的關係。意即當教師知覺較高的工作價值觀時，下班後
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壓力間的正向關係會加強；而教師知覺較低的工作價值觀時，下
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壓力間的正向關係仍會加強。惟教師在低的工作價值觀的平
均壓力仍比教師高價值觀的平均壓力來的強。故可知，不論教師為低或高的工作價值觀，若下班後
仍需長期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公務聯繫，皆會造成工作壓力的累積。研究結果與相關實證研究結
果（Siu et al., 2003; Siu et al., 2005）大致相符。
準此以觀，在教學實務現場，教師的工作價值觀能成為調節潛在壓力源與壓力感受之間關係的

變項，故具有教學熱忱或較投入工作的教師，仍較願意在下班時段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處理公務，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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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高之正向情緒來處理教學或行政等事務。換言之，教師在下班時間利用即時通訊軟體處理相
關工作任務，雖然皆會影響教師下班時間恢復資源的機制，惟具有高度工作價值觀的教師，其工作
壓力會較低度工作價值觀的教師稍低。

4. 教師工作價值觀會正向調節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的完全中
介效果

從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工作價值觀高的狀況下，工作壓力中介對即時通訊軟體和工作倦怠的關
係為正向影響；而教師工作價值觀低狀況下，工作壓力中介對即時通訊軟體和工作倦怠的關係亦為
正向影響。故可知，當教師工作價值觀較高時，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
作倦怠間的中介效果會加強，另一方面，當教師工作價值觀較低時，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
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的中介效果亦會加強。惟從間接效果的參數估計值來看，當教師
低工作價值觀的調節中介效果（boot ab = .211）會較教師高工作價值觀的調節中介效果（boot ab = 
.173）來得大。故可知，不同工作價值觀程度的教師在相同的潛在壓力源之下，會在不同個體引發
不同的壓力感受，此時個體的工作價值觀可以視為調節潛在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感受之間關係的變
項。
準此以觀，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工作者在下班後時間使用電子通訊軟體處理相關公務事

宜已成為社會職場趨勢，而教師一職尚屬專業服務類型之「責任制」工作，故常需在放學後處理學
校行政與班級教學等各項相關事務。從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工作壓力會因工作價值觀的不同而有所
差異，工作價值觀能影響教師在工作倦怠的產生程度，若教師工作價值觀越趨於積極，則工作壓力
會越小，工作倦怠感自然會下降，如果能在師資職前教育與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的階段，皆能重視此
一內容，則對於教師的工作價值觀便能有效提升，並激勵教師投入熱忱於工作。

（二）建議

1.對於學校與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師下班後若持續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處理公務，將會提升工作壓力。另外，
國內外已有多數研究指出，教師的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的關係密切，尤其是持續處於高度工作壓力
之教師，很容易衍生出工作倦怠之感，除了影響教師產生個人身心健康問題之外，還會進一步產生
工作滿足感低落；對於教育組織而言，則會降低對組織的承諾、減少工作投入。準此以觀，學校及
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教師支援系統，以降低教師工作壓力，如透過聘僱相關專家或醫護人員，輔導
教師如何調適自我心理與適時減壓，並共組妥善的教師支援系統，適時給予教師相關資源與協助，
或減少個別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與提出「離線權」的概念，以避免教師須獨自處理每項下班後延伸
之任務或溝通工作，而能採用共同解決相關教學或班級事務問題，以有效積極防範或減緩教師在工
作上的不良反應。

2.對於校長與教育主管人員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對教師工作倦怠有顯著正向影響，且教師
工作壓力對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具有完全中介影響關係。另外，不論
高或低的教師工作價值觀皆會正向調節工作壓力於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
的中介效果。換言之，教師倦怠感會受到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及工作價值觀影響，亦會造成
教師工作壓力，若教師接受長期的工作壓力將會形成教學熱忱耗盡，甚至身心俱疲，使得教師逐漸
無法有效教學。因此，校長與教育主管人員應鼓勵並協助教師，建立教學相關事務溝通的正式管道，
且應有更多務實之辦法、配套措施，而非僅能透過下班時的即時通訊軟體。另外，教師亦可透過親
師座談會時，向學生家長宣導校園多元溝通管道之觀念，同時也能使家長能獲得適當資源與協助，
才能有效進行事務聯繫，進而更有效率地解決其相關問題，以相對降低教師需於下班後處理工作相
關事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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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教師工作壓力對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工作倦怠間之關係具有完
全中介效果，且不論教師高或低的工作價值觀皆會正向調節下班後即時通訊軟體公務使用情形與教
師工作壓力間的關係。因此，未來相關研究除了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壓力會影響教師工作倦怠外，
可進一步探究教師工作倦怠之其他主要關鍵因素，建議未來研究可探究其他干擾或中介變項是否會
影響其關聯性，開展多面向之議題探究。另外，本研究所探究之各變項均為態度（attitudinal）與知
覺（perceptual）類型，其變項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可能會經由時間的累積而形塑更為顯著的因果
關係，故建議後續研究可進行縱貫式研究的設計，或同時採取質性及量化的雙軌研究，以探究教師
於下班後持續公務與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及工作價值觀之間更明確且客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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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rom around the world suggests that the profession of teaching induces a high level of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f individuals regularly experience severe job stress and its accompany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they 
can experience fatigue in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hallenging work situations (Brewer & McMahan, 2003; Platsidou 
& Agaliotis, 2008; Taylor, 1999). The most obvious antecedent of job burnout is job stress, with job burnout regarded as an 
extension or consequence of a prolonged period of job stress (Hung & Chen, 2009; Schaufeli & Buunk, 2003; Shirom, 2003).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topic of job burnout in relation to teachers, and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urnout 
identified by Maslach and Jackson (1981) as the main reference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dimensi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were applied as variables. The first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job burnout in teachers, as reflected in their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beyond 
official work hou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changed conventional cognitive approaches toward work, 
with the boundary between work and personal time being increasingly obscured or disappearing entirely (Derks et al., 2014). 
Because the work environment of teachers requires them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parents, colleagues, and school supervisors, 
the content of their messages sent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pps beyond work hours is both diverse and complex. If instant 
messaging app use is a long-term work requirement, such use may exert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for teachers and become 
a source of stress and a cause of job burnout (Bakker & Sanz-Vergel, 2020; Liu et al., 2019). According to releva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chers’ job str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the 1. stress of teaching,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2. administration, and 3. interacting with parents. The second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whether teachers 
use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work purposes beyond official work hours, and if such use induces job stress, which can lead to 
job burnout.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of their work affects their job selection, work behaviors (Lyons et al., 2006),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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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ttitude (Chu, 2008; Hung & Liu, 2003). To align the dimensions of integrity and separability with general job values, this 
study used the concepts of self-actu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safet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s proposed by Shen and 
Huang (2018), as the dimensions of teachers’ job values.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has analyzed job value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stressors and stress consequences, revealing that the job value dimension has a 
partially moderating effect on work stressors and stress consequences (Siu et al., 2003; Siu et al., 2005). Therefore, the third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clarify the potentially moderating role of job valu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iving work-
related messages through instant messaging apps beyond work hours and teachers’ job stress.

The study employ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with elementary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achers recruited as study participants. Regarding the target popul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tudy results,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applied in which the error did not exceed .05.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e administered 
911 questionnaires and received 731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questionnaires from teachers who did 
not use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717 valid questionnaires remained. IBM SPSS 23.0 
and AMOS 24.0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ing data proces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each scal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To verify discriminant validity between constructs, we conducted four-fact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absolute fit measure index were as follows: χ2 = 2788.748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GFI 
(goodness-of-fit index) = .82, AGFI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 .80,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57. The results of the relative fit index were as follows: NFI (normed fit index) = .85,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 .88,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 .89. The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 index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PGFI (Parsimonious goodness-
fit index) = .75, PNFI (parsimony-adjusted NFI) = .79, PCFI (parsimonious comparative-fit index) = .83. All of the test results 
for goodness of fit met the standard of model evaluation; therefore, the structural model used in this research had favorable 
goodness of fit. Additionally, we applied Hayes’ process model (2013) to detect mediation effects, adjustment effects,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and job 
stress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r = .429, p < .0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was within 
.176 and .371,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Lee (2017), Chi and Tsai (2018), and Van Laethem et al. (2018). 
In addition, we further determined that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and the 
overall effects of teachers’ job burnout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c, r = .221, p < .001),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findings of 
Chi and Tsai (2018), Liu et al. (2019), Sarafino (2001), Taylor (1999), and Van Laethem et al. (2018).

The results of the overall effect analysis revealed the indirect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job burnout (effect = .19, SE = .02, 
95% CI = [ .15, .24]), but the direct effect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effect = -.004, SE = .03, 95% CI = [-.07, .06]). This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teachers’ job stress exhibited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and job burnout. Therefore,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for a long period shapes their perceived stress, with job stress assuming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and job burnout. This 
result aligns with those of Chi and Tsai (2018), Liu et al. (2019), and Binnewies et al. (2009).

We also employed Model 7 in the SPSS PROCESS macro to test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indirect effect and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 in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Hayes, 2013).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eachers’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on teachers’ job burnout reached significance when teachers’ job values were low 
(boot ab = .211, boot SE = .031, 95% boot CI = [ .153, .275]) and when their job values were high (boot ab = .173, boot SE = 
.023, 95% boot CI = [ .13, .22]). However, the average stress of teachers with low-level job values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teachers with high-level job values. Therefore, the long-term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for official business beyond work 
hours caused an accumulation of job pressure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teachers’ job values.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Siu et al. (2003) and Siu et al. (2005).

Finally, we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principals, and education directo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studies on the work-related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s beyond work hours 
and teachers’ job stress, job burnout, and job values.

Keywords: job burnout, job values, job stress, instant messaging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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